不同类型的组织双元性如何影响企业生态创新？
——基于650家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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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明组织双元性对企业生态创新的促进作用及其具体影响机制，结合领导型双元、结构型双元和情境型双元3种组织双元类型，探讨不同类型的组织双元性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环境动态性对其关系的调节作用。基于650家企业问卷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领导型双元和结构型双元对于企业生态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情境型双元的影响不显著，结构型双元在领导型双元和企业生态创新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结构型双元与企业生态创新的关系以及结构型双元的中介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构建组织双元性是有序推进企业生态创新的重要保障，实现领导型双元是整合不同类型组织双元性的前提，建立结构型双元是促进企业生态创新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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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Different Types of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Affect Enterprise Eco-innov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ata of 650 Businesses

Wang Xin, Lu Fucai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32, China）
Abstract: Combining three types of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leadership ambidexterity, structural ambidexterity, and contextual ambidexterity, the mechanism of the role of different types of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on corporate ecological innovation is explored. Research based on data from 650 companies shows that leadership ambidexterity and structural ambidexterit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rporate ecological innovation, but contextual ambidexterity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Structural ambidexterity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leadership ambidexterity and corporate ecologic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dynamics positively 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al ambidexterity and corporate ecological innovation, as well as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structural ambidext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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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bookmark: _Hlk66029934]生态文明背景下，围绕着自然生态保护所产生的政策、技术和市场等一系列外部环境变化，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机遇。生态创新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吸引了来自于不同学科领域学者和实践部门的广泛关注。生态创新被定义为一种显著降低环境影响并带来商业价值的创新[1]。具体而言，Jens等[2]和杨静等[3]提出，生态创新是指企业在其生产经营活动中，通过采用新的技术、生产流程、组织模式，将环境成本转化为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创新活动。因为具备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目标，生态创新因此被认为是企业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因素[4]。从现有研究来看，早期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回答“生态创新是什么”的问题，涉及生态创新的定义、内涵、类型、特点等；随后，“为什么进行生态创新”的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企业生态创新的驱动因素成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5]。众多学者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对企业生态创新的驱动因素进行了探讨，其中，内部驱动因素主要包括企业资源和能力、领导特质、高管环保意识和态度、组织文化等方面；外面驱动因素则主要包括环境规制、市场需求、利益相关者和网络关系等。相比之下，现有文献在“如何进行生态创新”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导致我们对于企业如何进行生态创新总不是那么清晰[6]，仍需要更多理论视角和更深入的研究。
[bookmark: _Hlk66030352][bookmark: _Hlk80703731]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实施生态创新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企业对原有生产流程进行重构，可能还涉及与其现有资源和能力显著不同的新的资源和能力[7]。在企业生态创新实践中，因为拘泥于现有资源的生态化开发而忽视生态化新资源、新技术探索导致丧失竞争优势，或因为过度热衷于探索而忽视现有资源的生态化开发导致陷入困境的例子并不鲜见，如何平衡生态创新中的探索和开发，有效化解“创新悖论”成为生态创新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双元化被认为是化解悖论性矛盾的有效方式[8]，为我们解决企业生态创新中的二元悖论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思路。然而，尽管组织双元性和双元能力已成为战略管理、创新管理以及知识管理等领域的热点问题，但却少有文献探讨环境管理领域的组织双元性问题,对于组织双元性与企业生态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依然知之甚少，这不利于我们从组织层面把握企业生态创新的实施路径和为企业生态创新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本研究把组织双元性理论引入企业生态创新的研究，认为构建组织双元性是企业实施生态创新的重要路径，并基于目前学术界广泛认同的组织双元性的3种主要类型，即领导型双元、结构型双元和情境型双元，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组织双元性对企业生态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其作用关系与机理，对于丰富和深化组织双元性理论以及指导企业整合3种类型的组织双元性进行生态创新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2  理论与假设
2.1  组织双元性与生态创新
2.1.1 组织双元性
Duncan[9]首次把“双元性”的概念运用到管理领域，认为组织应该采取必要的步骤进行组织设计，实现结构的差异化以启动和执行创新。March[10]从组织学习的角度将组织活动分为探索（exploration）和开发(exploitation)两种基本的学习活动，组织双元性也因此被认为是平衡探索性与开发性活动的能力。事实上，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组织双元性还体现为在同一时间执行差异化甚至是竞争性战略的能力[11]。就组织双元性的3种类型来看，领导型双元强调高管团队构成和认知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当组织领导能够清楚地感知到双元性矛盾的存在并给予高度重视时，组织才能够很好地管理双元性矛盾，为组织构建竞争优势[12]；结构型双元强调构建空间分离性的双元组织结构，即同时在不同的空间构建具备不同功能的结构性机制，以应对外部环境的渐进式和突变式变化，从而实现组织的双元性[13]；情境型双元则更关注组织情境，力求通过信任、支持、自治等组织情境因素的安排，营造允许员工根据外部环境变化自行判断采用开发或探索思维方式的情境，以达到组织双元性的目的[14]。3种类型的双元化构建路径虽不相同，但也并非相互独立、互相排斥的，整合3种类型可以更好地实现探索能力与开发能力的平衡[15]。
2.1.2  企业生态创新
[bookmark: _Hlk66034298]生态创新被认为是创新的一个独特子集[16]。相对于一般创新而言，生态创新代表了创新的前沿，具有更高水平的新颖性、不确定性和多样性[17]。一方面，面向生态创新的企业面临着更多技术上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一些行业，无论是在具体的技术解决方案还是评估产品和流程环境绩效的措施方面都没有被广泛接受的标准[18]；另一方面，面向生态创新的企业还面临着市场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往往难以了解生态产品的市场潜力或环保实践的商业收益[19]，更高水平的不确定性带来了更大的创新风险。此外，生态创新要求企业将各种资源和能力结合起来，而这往往超越了企业自身的界限，对外部资源需求的不确定性以及对混合资源需求的多样化使得生态创新更加具有多样性，同时也更为开放[20]。
2.1.3  组织双元性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
组织双元性被视为组织层面的能力,能够使企业在探索和开发相关的冲突活动之间取得平衡[21]，因而，对双元性的追求也被认为是组织取得持续创新产出的关键决定因素。Stettner等[22]通过分析发现，组织利用间断式或连续式均衡来规划研发活动，将产生较高的研发效率和创新绩效，特别是资源冗余度高或组织柔性强的企业，更能有效推动相互协同的创新活动。贯君等[23]认为组织双元性是在企业追求创新过程中能够平衡和满足不同任务或行动的企业能力，这种双元能力有利于知识搜寻战略与新市场需求的匹配，从而能够推动企业作出有利于长期发展的战略选择，有助于提升创新的成功率。此外，很多实证研究也表明，能够同时平衡开发和探索的企业更有可能取得优异的创新绩效，例如，Wang等[24]研究表明组织双元性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肖丁丁等[25]研究发现企业双元能力平衡与互动关系均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bookmark: _Hlk66037792]可以看出，组织双元性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点已被广泛接受。生态创新作为创新的一个独特子集，具备创新活动的诸多特征，企业如果要实施以环境可持续为导向的生态创新，必须重新考虑其核心活动，以便整合、协调、构建和重新配置其资源和能力，而生态创新面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组织在市场中的地位，因此企业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对待生态创新活动[26]。Del Río等[27]根据创新渐进型和激进型的不同设计原理把企业生态创新分为3种方式，即组件添加、子系统更改、系统更改，而具备平衡这3种方式的能力对于企业成功实施生态创新至关重要。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组织双元性会对企业生态创新产生正向的影响。
H1a:领导型双元会对企业生态创新产生正向的影响；
H1b:结构型双元会对企业生态创新产生正向的影响；
H1c:情境型双元会对企业生态创新产生正向的影响。
2.2  结构型双元、情境型双元的中介作用
2.2.1  结构型双元的中介作用
高层管理者作为组织的关键领导，被认为在塑造组织双元性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那些具有矛盾思维能力并能充分意识到组织双元性重要意义的领导，在组织设计和配置组织资源时才更有可能作出双元性安排[28]。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结构型或情境型的双元组织，必然都是以领导型双元为前提的[29]。此外，具有双元性的领导团队能够通过有效的整合机制来管理由于结构分离造成的子结构间的冲突与矛盾[30]，促使分离的结构单元结合在一起形成结构型双元。因此,结构型双元得以成功实现，不仅在于双元结构的建立，还在于高层管理者凝聚与整合作用的有效实施。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领导型双元对结构型双元有着正向的影响作用。
H3：结构型双元在领导型双元与生态创新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2.2.2  情境型双元的中介作用
[bookmark: _Hlk66038782][bookmark: _Hlk87208098]建立任何一种绩效管理和社会支持的情境，都离不开高管团队的指导[21]。一个具有双元思维的高管团队会高度重视矛盾问题，并且能够通过行为整合进行相互协作、良好沟通和共同商议，从而形成融洽、和谐、信任的组织情境，在这样的组织情境中隐性知识的传播和不同思想的碰撞更加容易，也更容易进行矛盾知识的管理，从而达到同时进行探索与利用的目的。因此，情境型双元的建立需要有复杂行为方式的领导，领导过程的双元性对于情境型双元具有支持性的作用，能够促进情境型双元的有效形成[31]。在情境型双元的现有研究中，Lubatkin等[32]和Simsek等[33]都把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作为情境型双元形成和发挥作用的重要影响因素。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4：领导型双元对情境型双元有着正向的影响作用。
H5：情境型双元在领导型双元与生态创新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2.3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bookmark: _Hlk66039813][bookmark: _Hlk62837424]环境动态性是指环境变化的不可预测性,反映的是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和难以预测的程度[34]。一方面，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促进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催化剂[35]，因为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会促使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环境变化的不可预测也会增加企业创新管理的难度，从而有可能会导致企业创新绩效的降低[36]。环境动态性越强，企业越难组织充足的资源形成积极环境战略所需要的能力,环境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在实施生态化成长战略中管理现有资源和能力变得更为复杂。Souto等[37]认为环境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是生态创新的障碍之一，生态创新会受到技术和市场信息获取难度增加的影响。一般而言，处在相对稳定环境中的企业会更多地关注开发和利用已有资源、能力以及组织流程，缺乏探索新的资源、能力和变革组织流程的动力，而随着环境快速变化且变得难以预测，特别是当环境动态性超过一定程度时,企业就必须在保持当前事业有效运作的同时探索新的资源和能力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创新悖论”随之产生。可见，越是在动态的环境下，构建组织双元性的价值越大。由此，作出如下假设：
H6：环境动态性对组织双元性与生态创新起着正向的调节作用。
H6a: 环境动态性对领导型双元与生态创新起着正向的调节作用；
H6b: 环境动态性对结构型双元与生态创新起着正向的调节作用；
H6c：环境动态性对情境型双元与生态创新起着正向的调节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了组织双元性对企业生态创新的作用机制理论模型，如图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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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与数据
[bookmark: OLE_LINK95]本研究依托江西财经大学“万企调研”活动1），于2020年7～8月暑期期间对江西、广东、山东、山西、浙江、福建、四川、重庆、上海、湖北、云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青海、湖南、江苏、海南、内蒙古、河南、安徽、陕西、广西、甘肃、新疆、天津、北京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现场发放问卷900份，回收有效问卷650份，有效率为72.2%。企业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问卷基本信息统计分析
	样本特征
	类别
	有效百分比

	企业所属行业
	农业
	5.8%

	
	制造业
	25.7%

	
	传统服务业
	7.5%

	
	现代服务业
	17.7%

	
	其他行业
	43.2%

	企业成立年限/年
	0～5
	31.3%

	
	6～10
	21.5%

	
	＞10
	47.2%

	员工人数/人
	≤200
	52.8%

	
	201～500
	18.0%

	
	501～2 000
	14.6%

	
	＞2 000
	14.6%

	年营业收入/万元
	≤500
	27.5%

	
	501～1 000
	20.2%

	
	1 001～5 000
	17.1%

	
	5 001～10 000
	9.2%

	
	＞10 000
	26.0%

	企业所处阶段
	创业期
	9.4%

	
	成长期
	48.9%

	
	成熟期
	39.4%

	
	衰退期
	2.3%



3.2  测量量表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对变量进行测量，所用量表均源于相应的英文文献。为保证问卷设计及语言表述的恰当性，在正式调查之前，针对问卷咨询了相关领域专家和企业界人士的意见，并根据意见反馈进行了多次改进。
[bookmark: _Hlk47283652]（1）领导型双元。参考Mom等[38]关于管理者双元的3个特征的阐述，用“企业领导者能够对一系列看似矛盾的机会、需求和目标保持敏感，并采取有效措施”“企业领导者担任多种角色，并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多项不同的任务”“企业领导者积极参与提高产品（服务）可靠性和增加产品（服务）多样性的学习活动”等3个题项进行测量。
（2）结构型双元。借鉴Jansen等[39]的问卷，用“创新和生产活动在我们企业的组织结构上是分开的”“我们企业建立了独立的单元来提升创新和组织灵活性”和“我们企业建立了特别的单元专注于短期或长期发展”3个题项进行测量。
（3）情境型双元。借鉴Gibson等[14]的问卷并加以修改，用“我们企业鼓励员工遵守纪律，同时也鼓励员工勇于创新”“我们企业注重为员工提供支持和信任的工作环境，鼓励员工自行作出决策”“我们企业允许员工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是拓展现有业务还是开创新业务”3个题项进行测量。
（4）生态创新。借鉴Tumelero等[40]的问卷，从产品生态创新、流程生态创新、组织生态创新3个方面进行测量。其中，产品生态创新包含了例如“我们企业强调开发新产品的材料可分解”等5个题项，流程生态创新包含了例如“我们改进了生产工艺以使用更清洁或可再生的能源”等4个题项，组织生态创新包含了例如“我们企业组织了团队以协调生态创新活动”等3个题项，共12个题项。
（5）环境动态性。借鉴Li等[41]的问卷并加以修改，包含“我们所在行业的产品或服务更新迅速”“竞争对手的行为很难预测”“我们行业的技术进步很快”“预测客户需求的变化是很困难的”4个题项。
4  实证分析
4.1  信度和效度检验
[bookmark: _Hlk47447858]本研究运用SPSS 22.0软件和Amos 24.0软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具体分析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根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所有潜变量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均大于0.7，组合信度CR均大于0.7，表明所有量表具有足够的测量信度，通过了信度检验。
效度检验方面，分别从结构效度、聚合效度及区分效度3个方面进行。首先，各潜变量的KMO 值均高于或接近0.7，Bartlett 球形度检验值均显著，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其次，各潜变量的平均萃取变异量AVE均大于0.5，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高，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最后，各潜变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相关系数值，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2  模型各变量探索性因子和可靠性分析结果
	变量
	Cronbach's α
	KMO和Bartlett检验
	因子载荷范围
	组合信度
	聚合效度

	领导型双元
	0.797
	KMO=0.709, Sig.=0.000
	0.717～0.783
	0.797
	0.567

	结构型双元
	0.845
	KMO=0.716, Sig.=0.000
	0.718～0.872
	0.848
	0.651

	情境型双元
	0.865
	KMO=0.725, Sig.=0.000
	0.777～0.901
	0.868
	0.688

	环境动态性
	0.814
	KMO=0.753, Sig.=0.000
	0.647～0.778
	0.813
	0.523

	生态创新
	0.789
	KMO=0.686, Sig.=0.000
	0.678～0.788
	0.796
	0.566




表3  模型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领导型双元
	结构型双元
	情境型双元
	环境动态性
	生态创新

	领导型双元
	0.753
	
	
	
	

	结构型双元
	0.419***
	0.807
	
	
	

	情境型双元
	0.332***
	0.229***
	0.829
	
	

	环境动态性
	0.406***
	0.602***
	0.268***
	0.723
	

	生态创新
	0.395***
	0.534***
	0.206***
	0.430***
	0.752

	均值（M）
	3.189
	3.041
	3.333
	3.602
	2.404

	标准差（SD）
	0.498
	0.745
	0.745
	0.757
	0.496


[bookmark: _Hlk66046721]注：1）***为P＜0.001；2）对角线为AVE的平方根。

模型拟合度方面，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分别为：CMIN/DF=2.507，RMSEA=0.048，RMR=0.040，GFI=0.969，IFI=0.978，CFI=0.978，TLI=0.970，AGFI=0.950，均达到了建议标准，说明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之间具有较高的契合度，模型具有较好的说服力。
4.2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根据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分析。对5个研究变量所有题项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第一个主成分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3.305%，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不存在单一因子解释大部分变异情况，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较小。
4.3 直接效应检验
[bookmark: _Hlk87212017][bookmark: _Hlk87212050]表4为研究变量直接效应的检验结果。其中，领导型双元对结构型双元、情境型双元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426和0.343，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领导型双元对结构型双元、情境型双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2、H4得到验证；领导型双元、结构型双元对生态创新的标准化路径分别为0.198和0.439，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领导型双元、结构型双元对生态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H1a、H1b得到验证，然而，情境型双元对生态创新的路径系数为0.041，P=0.358>0.05，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情境型双元对生态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假设H1c未得到验证；同时，因为H1c未得到验证，假设H5和假设H6c也视为未通过验证。
表4  各变量间直接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关系
	路径系数
	标准误
	临界比
	显著性
	标准化路径系数

	领导型双元->结构型双元
	0.532
	0.063
	8.509
	***
	0.426

	领导型双元->情境型双元
	0.465
	0.065
	7.160
	***
	0.343

	领导型双元->生态创新
	0.167
	0.046
	3.644
	***
	0.198

	结构型双元->生态创新
	0.297
	0.037
	8.030
	***
	0.439

	情境型双元->生态创新
	0.026
	0.028
	0.920
	0.358
	0.041



4.4  中介效应检验
[bookmark: _Hlk47517757]采用Amos 24.0软件运用拔靴法（Bootstrap）检验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基于5 000次Bootstrap样本抽样，领导型双元对生态创新直接效应的标准化点估计值β=0.198，Z=3.474>1.96，95%的置信区间为[0.089,0.321],不包含0，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的标准化点估计值β=0.201，Z=5.583>1.96，95%的置信区间为[0.132,0.273],不包含0，间接效应显著；总效应的标准化点估计值β=0.399，Z=7.528>1.96，95%的置信区间为[0.299,0.500],不包含0，总效应显著。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结构型双元在领导型双元与生态创新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假设H3得到验证。
表5  中介变量结构型双元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项目
	点估计值
	拔靴法（5 000次）95%置信区间

	
	
	系数乘积项　
	偏差校正
	百分位数

	
	
	标准误
	Z检验值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领导型双元->生态创新
	0.198
	0.057
	3.474
	0.089
	0.321
	0.080
	0.314

	领导型双元->结构型双元->生态创新
	0.201
	0.036
	5.583
	0.132
	0.273
	0.137
	0.375

	标准化总效应
	0.399
	0.053
	7.528
	0.299
	0.500
	0.299
	0.501



4.5  调节效应检验
[bookmark: _Hlk47518771][bookmark: _Hlk87214355]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模型15检验环境动态性在领导型双元与生态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构型双元与生态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以及环境动态性对结构型双元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领导型双元和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对生态创新的影响不显著（B=-0.070,t=-1.597,P>0.05）,表明环境动态性在领导型双元与生态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假设H6a未得到验证；而结构型双元和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对生态创新影响显著（B =0.199,t=8.320,P<0.01）,表明环境动态性在结构型双元与生态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显著，且为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6b得以验证。
表6  调节变量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及交互项
	结构型双元
	生态创新

	
	斜率
	标准误
	t检验值
	斜率
	标准误
	t检验值

	领导型双元
	0.513***
	0.055
	9.313
	0.093*
	0.037
	2.510

	结构型双元
	
	
	
	0.2638***
	0.027
	9.927

	环境动态性
	
	
	
	0.142***
	0.025
	5.727

	[bookmark: OLE_LINK176]领导型双元×环境动态性
	
	
	
	-0.070
	0.044
	-1.597

	结构型双元×环境动态性
	
	
	
	0.199***
	0.024
	8.320

	R2
	   0.118
	    0.325

	F
	[bookmark: _Hlk75947961]      86.723***
	      62.037***


注： **、*分别表示P＜0.01、P＜0.05。

[bookmark: _Hlk87339335]此外，进一步检验了环境动态性对结构型双元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在低环境动态性情况下，领导型双元通过结构型双元作用于生态创新的间接效应较弱（β=0.055），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021，0.095]，不包括0；在高环境动态性情况下，领导型双元通过结构型双元作用于生态创新的间接效应较弱（β=0.214），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0.149，0.285]，不包括0。由此可知，结构型双元的中介作用受到了环境动态性的调节。
表7  环境动态性对结构型双元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调节变量
	间接效应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下限
	95%置信区间上限

	弱环境动态性
	0.055
	0.019
	0.021
	0.095

	中环境动态性
	0.135
	0.024
	0.089
	0.184

	强环境动态性
	0.214
	0.035
	0.149
	0.285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650家企业问卷调查的数据研究了组织双元性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机制，揭示了领导型双元、结构型双元和情境型双元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作用及其关系机理，探讨了环境动态性对其关系的调节作用，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领导型双元和结构型双元对于企业生态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企业领导和高管团队具有双元性矛盾思维对于促进企业生态创新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构建“空间分离”性的分别关注开发性创新和探索性创新的双元组织结构对于企业生态创新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研究结果也显示，情境型双元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情境型双元的概念比较复杂，较难为实践部门所理解[28]，另一方面可能是组织情境的形成周期较强且需要很大的人力资本投资[30]，而本次调查的样本企业大多是成立时间较短的中小企业，情境型双元还没有完全形成或对生态创新的影响在样本企业中还没充分反映出来。
（2）结构型双元在领导型双元和企业生态创新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表明领导型双元不仅会对企业生态创新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同时会通过结构型双元对企业生态创新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不仅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1a和假设H1b，同时也验证了有些学者关于领导型双元在结构型双元中支持性作用的观点。
（3）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结构型双元与企业生态创新的关系以及结构型双元的中介作用。这意味着外部环境变化频率越高、越难以预测，构建结构型双元对企业生态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同时，领导型双元通过结构型双元对企业生态创新产生作用的效果也越好。
5.2  理论意义
本研究基于领导型双元、结构型双元、情境型双元3种双元化模式探讨了组织双元性对企业生态创新的影响机制，其理论意义体现在：
（1）证明了组织双元性对企业生态创新的促进作用，丰富了组织双元性的研究领域。组织双元性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战略管理、组织管理、创新管理、知识管理等诸多领域，但是在环境管理领域应用较少，本研究通过实证证明了组织双元性对于企业生态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把组织双元性理论的应用拓展到了生态创新领域。
（2）探明了组织双元性对企业生态创新的作用机制。尽管领导型双元、结构型双元和情境型双元被普遍认为是组织双元性的3种主要类型，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有学者剖析三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基于三者的关系探明了组织双元性对企业生态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领导型双元在3种模式中居于核心地位，对结构型双元和情境型双元起着支撑作用，并直接和通过结构型双元间接对企业生态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3）为企业通过整合3种类型的组织双元性促进生态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本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通过构建组织双元性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生态创新，其中，领导团队的矛盾思维方式和战略取向是关键，而构建分别从事开发和探索的双元组织结构是其主要途径，特别是在环境动态性高的行业背景下，结构型双元的作用体现的更为明显，这为促进企业生态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
5.3  实践意义
上述研究结论对企业如何通过构建和整合不同类型的组织双元性促进企业生态创新具有以下管理启示：
（1）构建组织双元性是有序推进企业生态创新的重要保障。生态创新代表了新的或改进的流程、组织形式以及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和产品，然而，企业在生态创新实践中通常会面临开发与探索之间的二元悖论，如果不能有效化解，很容易因为拘泥于现有资源的生态化开发而忽视新资源的探索，或反之，因为过度热衷新资源的探索而忽视现有资源的生态化开发，从而导致企业生态创新进程陷入混乱。通过构建组织双元性获得平衡探索与开发的能力，避免因过于依赖开发而错失机会，或过于依赖探索而丧失效率，有助于企业生态创新的有序推进和持续开展。
[bookmark: _Hlk83993817][bookmark: _Hlk83993952]（2）实现领导型双元是整合不同类型组织双元性的前提。整合不同类型的组织双元性促进企业生态创新，首先需要实现领导型双元，只有高层管理者具备矛盾思维能力，能够认识到企业生态创新过程中矛盾的存在，才能采取相应的行动和措施对组织的内部矛盾进行相应的区分与整合。而领导型双元的实现，一方面需要高层管理团队成员间具备较强的异质性，例如成员间不同的教育、行业和文化背景甚至不同的性别构成都有助团队矛盾思维能力的形成，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领导团队在决策过程中出现过于激进或过于保守；另一方面，保持领导团队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良好的沟通有利于保证不同观点在组织内部协调共存，从而促进领导型双元的实现。
（3）建立结构型双元是促进企业生态创新的重要途径。结构型双元适用于业务单元相对独立或易于分离的组织活动，而生态创新活动既依赖于对企业现有组织惯例的开发与重构，同时又需要通过创建新的单元获得新的资源和能力，因此，建立结构型双元能够很好地兼顾企业传统业务与生态创新活动，尤其是在动态环境下，是企业通过组织双元性促进企业生态创新的重要途经。例如，企业可以一方面对现有业务流程进行生态化设计和改造，通过开发使其符合绿色环保要求的同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生态化技术或产品研发，从事新知识、新资源的探索以获得动态环境下的竞争优势，同时，建立独立的协调部门对开发和探索活动进行协调。如此，通过流程生态创新、产品生态创新、组织生态创新结构上的“空间分离”，实现开发与探索的平衡，进而促进企业的生态创新。
5.4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对组织双元性3种类型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企业生态创新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为企业通过整合3种类型的组织双元性促进生态创新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1）没有把企业异质性引入分析，而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实现组织双元性的模式选择和对生态创新的作用效果上可能存在差异；（2）主要采用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不能很好地反映影响过程，这需要通过后期持续调查或纵向典型研究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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